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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江苏与李鸿章早期国防思想

黄飞
*1

【摘 要】:同治初年巡抚江苏对李鸿章国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内患不足虑，“长久之患在西人”;中外

藩篱已失，洋人船舰兵临中国沿海;邻国日本已经开始自强，“附丽于我”还是“谋我”取决于中国能否自强。不

同于左宗棠力主发展轮船制造，李鸿章提出以制造水陆皆可用的枪炮为中心，辅以小轮船制造的道路。巡抚江苏也

促使李鸿章形成“备夷防变”思想体系，此体系蕴含了他对国防安全的规划，是一种囊括本土和海外部署的“大国

家安全”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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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鸿章的国防思想，国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由于李鸿章力主发展海防并对晚清海防产生重要影响，李鸿章的海防思

想自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学界在考察李鸿章海防思想时主要考察其出任直隶总督之后，特别是同光之际“塞防与海防之争”

时期及其后李鸿章的思想
①2
。对“塞防与海防之争”之前李鸿章的国防思想，学界关注点集中于李鸿章发展军事工业的实践活动，

并将此时期作为李鸿章营建海防物质基础的阶段
②3
。然而，同治时期，李鸿章是否已产生大力发展海防的认识?他对国防有何具

体认知?此种认知的形成原因是什么?本文希望对学界关注不足的同治初年(同治元年至六年)李鸿章的国防思想进行考察，探讨

出任江苏巡抚后李鸿章对国防环境的认知、践行举措与军工策略，以及此间经历对其国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

一、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新认识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太平天国的迅速壮大，让处于危机之中的清廷不得不思考解决之道。咸丰十年十二月，恭

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分析清政府面临的形势，“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
③4
。此奏折也被看作洋务运动的肇端。奕

䜣等人分析了清政府所面临的威胁，认为内乱才是最大威胁，外来侵略等国防威胁次之:“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

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

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惟有隐消其鸷疾之气，而未遽张以挞伐之威。”
④5
其后，奕䜣等又上奏阐述从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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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①关于李鸿章与晚清国防，沈谦芳和章育良二人从宏观上讨论了李鸿章的国防思想( 沈谦芳: 《李鸿章的国防思想》，《探

索与争鸣》1995 年第 2 期; 章育良: 《李鸿章的国防观》，《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 年第 6 期) ; 谢茂发、李京波在

《近三十年来国内晚清海防思想》学术综述中涉及对李鸿章海防思想研究的梳理( 《东方论坛: 青岛大学学报》2011 年第 5

期) ; 施渡桥对 1870 年至 1894 年李鸿章的战略防御思想进行考察，认为其经历了消极—积极—消极的曲折转变过程( 《论李

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变化》，《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 ; 戚海莹将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分为四个阶段，认为不应该简单评

价李鸿章的海防思想，而是应当从其思想发展过程做具体分析( 《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安徽史学》1997 年第 2 期) ; 翁

飞从两次海防大筹议出发探讨了李鸿章的海防思想( 《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与海军建设: 两次海防大筹议过程探讨》，《学术界》

2014 年第 10 期) 。

3 ②戚海莹: 《论李鸿章的海防思想》，《安徽史学》1997 年第 2 期。

4 ③文庆等纂辑: 《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朝) 卷 71，《续修四库全书》第 418 册，第 315 页下。

5 ④文庆等纂辑: 《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朝) 卷 71，《续修四库全书》第 418 册，第 315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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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清政府困局的方法，即实行“自强之术”，而首要即“练兵”。“练兵”不仅可以增强清政府的平叛能力，也能加强制约

夷人的国防力量，“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奕䜣等还认为“内患除，则外患自泯”
①6
。

同治元年二月，太平军陷松江、太仓诸属，上海势危，曾国藩奏请李鸿章率军驰援上海。三月，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十

月补授江苏巡抚
②7
。在出任江苏巡抚之前，李鸿章曾经担任两淮盐运使，办理淮扬水师。当时李鸿章有关海军的知识还仅局限于

传统的中国水师，对于近代西方海军尚未有多少认识
③8
。而在同治元年前往江苏后，李鸿章的视野大为开阔，对国家安全环境的

认识也与奕䜣等人颇有不同。

(一)“长久之患在西人”

上海是中外交流重地，上海见闻对李鸿章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李鸿章在上海面临曾国藩未曾面临的形势，他为西方对中

国的明显侵略和西方的武力所震惊，而在此之前李鸿章未曾对中国外部危机有过太多的思考与了解
④9
。李鸿章不仅认识到西方武

器的威力，沪上经历还让李鸿章感受到洋人带来的威胁，让他对国家安全进行思考。

同治元年三月，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函中谈到对上海的认知:“沪为中外杂处之区”，“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

分界画”
⑤10

。李鸿章初步认识到沿海通商口岸中外藩篱已失，传统的华洋界限已被打破。华夷杂居造成教案频发，而洋人动辄

以船舰为要挟:“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

未可轻言抵御。”
⑥11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注意到洋人对上海存有觊觎之心。同治元年七月，李鸿章注意到新闻报纸中出现“上

海各国人众，设有事故，何人管束，不如将上海地界全归外国管理，与华官无涉方才周妥”的言论。他意识到上海地区被洋人

势力渗透已深，然而洋人却仍不满足，“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惟所欲为，不过关税捐厘仍为华官收放耳”，“难保无

他日占据”
⑦12
。因为洋人有觊觎之意，李鸿章一直对外国军队有防备之心。为抗击太平军，外国军队提出协防，而李鸿章提出

将洋人协防限制在通商口岸，其他区域“不应派令驻防，致启觊觎”
⑧13
。

鸦片战争后，与中国相隔万里的洋人从海上而来，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直接深入中国内地，对清政府构成巨大

威胁。清政府自以为安全的海洋防线已经不再安全，洋人依靠轮船游弋于中国沿海，成为沿海乃至内陆安全的新威胁。李鸿章

分析洋人特点，认为“洋人最喜恫喝挟制”，“洋人好恶，性与人殊”
⑨14
。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西洋人才是中国的心腹大患:“盖

目前之患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抚髀太息而已。”“外夷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

6 ①文庆等纂辑: 《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朝) 卷 72，《续修四库全书》第 418 册，第 330 页上。

7 ②《恭谢天恩折》( 同治元年四月十八日) 、《恭谢天恩折》(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

集》第 1 册“奏议一”，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8 页、155 页。

8 ③王家俭: 《李鸿章与北洋海军》，刘广京、朱昌峻: 《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9 ④刘广京认为，“没有征象表明，在此之前李鸿章曾经对于中国外部危机有过太多的思考，或是确有充分的了解”( 《儒家

务实的爱国者: 李鸿章事业的形成阶段 1823—1866 年》，刘广京、朱昌峻:《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第 26 页) 。
10 ⑤《复沈中丞》( 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第 74 页。
11 ⑥《代李宫保复总署书》( 同治三年) ，赵金晨编: 《丁日昌集》下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879 页。

12 ⑦《上曾制军》( 同治元年七月十九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104 页。

13 ⑧《上曾中堂》( 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141 页。

14 ⑨《上曾揆帅》( 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一日) 、《复应宝时》(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

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126 页、2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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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
①15

对威胁国家安全的洋人，应该抱持何种态度?李鸿章认为应该“刚柔并济”。同治元年六月，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李鸿章

认为前任巡抚薛焕对待洋人的方式不当:“薛公驻沪多年，与洋人踪迹甚疏，事事讲究体制。”他推崇曾国藩刚柔并济的态度:

“吾师威望为西人所慑，调剂于刚柔之间，当能为国家增重。”他还点评了总理衙门与一些地方道台对洋人的态度:“总理衙门

似趋柔和，须外有重臣阴持其柄也。”“沪道媚夷，失之过弱，汉道抗夷，失之过刚。”
②16

李鸿章认为，要对洋人刚强持重，

就需要倚仗，倚仗的基石就是轮船、火炮，“夷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

两样，西人即可夺魄”
③17
。

(二)邻国日本自强以自立

李鸿章对周边环境保持关注，日本变革后引起的西洋国家对日本态度的变化给他以极大触动。这在他写给曾国藩的信函中

多有体现。同治二年三月，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中提及，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

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他认为“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
④18

。同治二年四月，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再次谈到，“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英国人虽然“临之以兵”，但因为“日本君臣欲与开

仗”，竟让英国不敢轻举妄动
⑤19
。

同治三年，李鸿章上书总理衙门，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主张效法西洋。而日本成为李鸿章论证自己主张的最

好例子。西洋国家东来，对东方国家有觊觎之意，日本则在向西方学习后，让英、法不敢轻易动作。“前者英、法各国，以日

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两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

现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

人固无如之何也。”李鸿章对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怀有戒备之心，“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

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⑥20

。他意识到崛起中的日本将给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带来变数，唯有中国自强，才能免于

被日本和西人联合窥伺
⑦21
。

维新的日本、崛起的日本刺激李鸿章建议清政府进行变法。“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

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⑧22
李鸿章还主张拉拢日本，同治三年八月，他在给亲信应宝时的信函中表示:“日

本来中国通商，乃意中事，中国已开关纳客，无论远近强弱之客，均要接待，无例可以拒绝，然未始不为西洋多树一敌。”
⑨23
他

认为海禁大开后，日本迟早要与中国通商立约，不如接受日本，以对付西洋国家。这是李鸿章最早表露出的“以夷制夷”的思

15 ①《复徐寿蘅侍郎》(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复朱学院》(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

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262 页、413 页

16 ②《上曾制帅》( 同治元年六月初九日) 、《上曾制帅》( 同治元年六月十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96 页。

17 ③《上曾中堂》( 同治二年四月初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220 页。

18 ④《上曾中堂》( 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218 页。

19 ⑤《上曾中堂》( 同治二年四月初四)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220 ～ 221 页。

20 ⑥《致总理衙门》( 同治三年)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313 页。

21 ⑦李细珠认为，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深刻剖析近代中西日三方面的国际关系大势”，“他曾敏锐地指出，日本在地

理上远西近中，在中西两极竞争的格局中，中国能否自立、自强，将直接决定日本‘附丽于我’还是‘效尤于彼’的向背”( 《李

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 1870 年代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3 年第 1 期，第 177 页) 。

22 ⑧《致总理衙门》( 同治三年)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313 页。

23 ⑨《致应宝时》(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3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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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二、务实的国防革新举措

在江苏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西方军火、轮船的巨大威力给李鸿章留下深刻印象，让他对中外军事装备差距有了直观的认

知。李鸿章意识到应当学习制造西方武器装备。同治元年十二月，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提到:“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

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他表示，“若驻上海久而不能偷取洋人长技，

咎悔多矣”
①24
。同治二年三月，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说到，“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②

25
。

抵沪后，李鸿章就“购买外洋各种军火，尽心研究”。他发现“外国火器洋枪、火药、铜帽等，其最能制胜者，乃系炸炮”，

故而将学习制造的重心放在“炸炮”上。同治三年已造出“长炸炮”与“短炸炮”，同时他还仿制“炸弹”。李鸿章意识到，

泰西各国“所凭借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
③26
。除了火器，他也注意到了轮船的重要作用:凭借轮船，“各国洋人

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这也进

一步促使李鸿章决意“求洋法、习洋器为自强张本”。然而，中国国库空虚，若大力发展造船也会遇到一些问题:轮船耗费巨大，

“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不惜数千百万之赀财，竭亿万众之心思，积十百年之功力，乃能坚固若此”;中国是传统的陆防为主的国

家，重点发展海防将会面临众多非议，“中国用兵日久，财赋空虚，又陆多水少，素不讲求，一旦改弦更张，智者虑其难成，

愚者诧为多事”。鉴于此，他主张先造其他洋器，将耗费甚多的造船暂且搁置，“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
④27
。

然而，在后来平乱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让李鸿章搁置造船的想法开始动摇。同治四年二月，李鸿章给左宗棠去信谈到在

追击白齐文之时，洋人助清军的商船不甚便利，“至今日通行之轮船皆商船也，只能装货载人，不能多安炮位，雇用堵剿亦虚

声吓贼耳，其实不足御敌。陆军乘坐游击则多不便，仍须登岸，乃好施展”。而洋人的军用轮船，清军则很难借用，“外国真

正兵轮船系其官家利器，断不肯雇借”
⑤28
。面对只能租借洋人商船而兵轮船难以租借的局面，李鸿章认识到，长期租借洋人的

轮船是不可行的，真正的出路是清政府拥有自己的轮船、军船。

同治五年五月，左宗棠奏请“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设局试造轮船”
⑥29
。有学者认为左宗棠主张建造福州船政局的举动“对

李鸿章显然是个刺激”，此后李鸿章开始在上海筹划造船
⑦30

。其实不然。左宗棠在奏折中提到朝廷内部不少人反对造船，“至

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
⑧31

。李鸿章正是其中的“议其多费”者。他不主张此时

就大举造船，造船耗费甚巨是其反对的主要原因。获悉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试造轮船的奏折后，他对左宗棠的主张并不看好。

同年十月，他在回复友人的信函中就透露出这一点:“左季翁轮船一局，事大费繁，颇劳经画。”
⑨32
当月在给湘军将领蒋益沣的

信中，他只是客气表露对左宗棠建造大轮船构想的良好祝愿，“前见左季翁三省合造轮船之议，私心大慰，以望有成，复得阁

24 ①《上曾中堂》(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186 ～ 187 页。

25 ②《上曾中堂》( 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218 页。

26 ③《致总理衙门》( 同治三年)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311 页。

27 ④《代李宫保复总署书》( 同治三年) ，赵金晨编: 《丁日昌集》下册，第 879 页。

28 ⑤《致左制军》(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367 页。

29 ⑥《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 ，刘泱泱等校点: 《左宗棠全集》第 3 册“奏稿三”，

长沙: 岳麓书社，2009 年，第 52 页。

30 ⑦姜鸣: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 33 页。

31 ⑧《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 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 ，刘泱泱等校点: 《左宗棠全集》第 3 册“奏稿三”，

第 55 页。

32 ⑨《复徐树人》( 同治五年十月初五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4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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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英思伟识，戮力维持，何图不就”。随后，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现在发展造船的时机不甚成熟:“去秋即于沪上设置铁厂，

购办机器，初意兼造枪炮、轮船，屡与总署函议，嗣因轮船体大物博，未易较短絜长，而洋枪、炸炮为陆军最利之需，乃令现

行制造，借为入手之次第，并以俟物力之充裕。”
①33

李鸿章赞同左宗棠等人提出的设厂造船建议，也了解此时国家财力不足，难以实现。如何基于国家的实际情况，尽快发展

轮船制造?他分析到，轮船本身差异较大，所耗费财力不同:“惟外国兵船、货船其式各别，就兵船而论，大者可容千数百人，

载炮数十尊，一船动值数十万金，一日费须数万，海口既不能容，中国亦难学步。”考虑到现有的财力，他建议先造“根砵子”

——“就其较轻易者，外国所谓‘根砵子’，即华言小炮划，亦能载大小炮数十尊，江海可行，造用皆便，鄙意欲注力于此。”
②34
李鸿章主张先发展军用船，由于之前左宗棠在《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提出“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

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他担心左宗棠会为解决海运问题而造货船，委婉提醒，“装货轮船笨重，不宜用兵，闽中议造者若

系货船，恐费多而不适用”
③35
。

同治十一年正月，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函中曾剖析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兴造轮船、兵船，实自强之一策，惟中国政体，

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是以鸿章于同治四、五年创议铁厂时，左公已先议造船，鄙意未敢附和，但

主仿造枪炮军火，谓可自我发而收之也，即不备于水而尚有备于陆也。”
④36

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李鸿章的务实态度。在这一时

期，李鸿章主张将军事装备制造的重心放在枪炮军火上，并考虑适量造一些“根砵子”类的军用轮船。

三、“备夷防变”:“大国防安全”设想的产生

同治六年正月，李鸿章被授湖广总督
⑤37

，离开江苏前往河南、山东等地平定捻军。同治六年九月，由于《天津条约》十年

修约期限将至，为防重蹈第二次鸦片战争覆辙，清廷“思患预防”，下旨“总理衙门奏豫筹修约事宜，请饬滨海沿江通商口岸

地方将军、督抚大臣，各抒所见”。因李鸿章“经理有年”，总理衙门又特意致函，征求他的看法
⑥38
。李鸿章参考曾经的下属、

现任苏州藩司丁日昌的意见，于十二月初四日上《筹议修约事宜折》
⑦39

。奏折既包含李鸿章对修约一事的看法，也包含其办理

洋务、“推广自强”的具体建议。其时太平天国基本被平定，捻军大势已去，中国内陆趋于稳定，但仍然面临西洋国家的威胁。

33 ①《复蒋芗泉》( 同治五年十月初七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450 页。

34 ②《复蒋芗泉》( 同治五年十月初七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450 页。

35 ③《复蒋芗泉》( 同治五年十月初七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450 页。

36 ④《复曾中堂》(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0 册“信函二”，合肥: 安徽教育

出版社，2008 年，第 413 页。

37 ⑤李书春: 《清李文忠公鸿章年谱》，王云五: 《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22 ～ 23

页。

38 ⑥《筹议修约事宜折》(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 册“奏议三”，合肥: 安徽教

育出版社，2008 年，第 165 ～ 166 页。

39 ⑦李鸿章同时还将丁日昌的意见上报朝廷，即《密陈丁日昌拟议修约片》《附丁日昌条陈》。就任江苏巡抚后，李鸿章积极

投身于军事装备制造为核心的洋务运动，而一直在办理洋务、思维活跃的丁日昌对其国防思想影响很大。丁日昌与李鸿章共同

出身曾国藩幕府，都热心洋务，二人私交甚笃，李鸿章的诸多思想都受丁日昌的影响。邱志红认为，“李鸿章不仅是丁日昌的

伯乐，对其仕宦发展多有推动和提携，在洋务、吏治等事业上，二人也是志同道合，相互砥砺”( 《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

交往关系探微》，《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 。丁日昌办理洋务的能力也得到李鸿章的

认可和赞赏，同治三年五月，李鸿章给应宝时的信函中就曾对丁日昌的洋务能力大加赞赏，认为“将来大有可为”( 《复应宝

时》，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29 册“信函一”，第 319 页) 。李鸿章“备夷防变”

思想形成亦深受丁日昌影响，李鸿章在其奏折中也提到，丁日昌条陈“精思伟画，多中窽要，足补臣疏未尽之意”( 《密陈丁

日昌拟议修约片》，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 册“奏议三”，第 17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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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备洋人侵扰，李鸿章此奏折中还提出应对外来威胁与挑战，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固的“备夷防变”
①40

的构想，也是一种意

在维护国家安全与既有体制的“大国防安全”设想。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数年，江苏经历也是其“备夷防变”构想的促成因素。

(一)以河海为基础的本土安全维护策略

1．内河航运的重要性

洋人的海上实力远胜于中国，洋人船舶不仅在中国沿海自由活动，而且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条约后进入长江。中英《天

津条约》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

区”
②41

。咸丰十一年，《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规定，通过上海海关领取“江照”，船舶可以驶往镇江以上的长江上游
③42

。

长江航运权的丢失让李鸿章感到担忧，他认识到洋人不满足于凭照进入长江，“屡往探水，颇欲任便出入”。他还深刻认识到

内河航运权一旦被洋人控制，则影响国防安全，“弛日后军国之防闲，关系利害极重”
④43
，因而主张对内河航运权要紧抓不放。

2．沿海水军计划

在李鸿章、丁日昌的谋划中，海防是二人关注的重点。奏折中分析了中国的海防形势———海防装备落后，战斗力薄弱。

“然自海氛构衅，中国水师无能御敌，是不独师船不及轮船、夹板，即沿海炮台亦呆子而无用，沿海兵制亦散而无统。”因而，

李、丁提出“创建轮船水师”，并“分为三阃”，“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

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这是

最早的近代化海军建设方案。

(二)国防安全部署的扩展———由本土到海外，由被动到主动

1．将海外华人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海外华人也被李鸿章、丁日昌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在西方国家，商人与国家互为辅助，“夫泰西之于商人，皆官为之调剂，

翼助国家攻战之事，商人亦时辅其不及，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内外之气聚”。中国亦有大量人员在海外，“查闽粤之人，其赴外

洋经商佣工者，于暹罗约有三十余万人，吕宋约有二三万人，加拉巴约有二万余人，新加坡约有十数万人，槟榔屿约有八九万

人，新老金山约有二三十万人”。中国派员至这些华人聚集地有诸多好处，华人和官员可以相互扶持，“若中国精选忠勇才干

官员，如彼国之领事，至该处妥为经理，凡海外贸易皆官为之扶持维系，商之害官为厘剔，商之利官不与闻，则中国出洋之人

必系恋故乡，不忍为外国之用”。不仅如此，还可“仍令该员于该处华人访其有奇技异能，能制造船械及驾轮船并精习洋枪兵

法之人，给资送回中国，以收指臂之用”。海外华人利用得当可以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助力，“我中国使臣若能联络鼓舞，定

可欣然效命，盖中国多得一助，即外国多树一敌，况本系中国之民，而中国自用之，有不如水之赴壑者乎”
⑤44
。

2． 分派“明使”与“暗使”前往各国“行反间”

传统兵法中有离间之计，“间者，儒者之所讳言而兵家以为至计也”。泰西各国联翩东来，“虽夜郎么么之国，亦敢与汉

40 ①《筹议修约事宜折》(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 册“奏议三”，第 167 页。
41 ②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第 97 页。
42 ③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175 ～ 177 页。

43 ④《附清折》(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 册“奏议三”，第 168 页。

44 ⑤《附丁日昌条陈》(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 册“奏议三”，第 173 ～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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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正是逐利所致，“如蚁附膻，故其势聚而心合”，这也是中国受到欺凌的原因。这种“小人之情”，“以利而亲者必

以争利而疏”。再者，各国“各君其国，各子其民，同处欧罗巴以西，彼强则此弱，此强则彼弱”，各国因为“平分中国之利”

而“有同心”。要解决如今中国面临的西方威胁，“莫如破散泰西之交而使之自斗”。基于此，丁、李二人认为可以选派使臣

分驻各国，“渐与狎习，既以通中国之情款，即以携彼族之交欢”，并提出应特别注意美、布(德国)二国，好好谋划，那么不

出几年“彼族当自启兵端，狺狺而争矣”。此项建议实际上蕴含着利用各国矛盾使其相互制约的思想，也是“以夷制夷”策略

的体现。李鸿章还提出不可派遣外国人为中国使臣。针对总理衙门在同年提出的邀请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前往欧

美各国交涉，李鸿章虽然同意，但认为“此次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将来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筹久远章程，自不宜常令

外国人充当中国使臣”
①45
。

李、丁二人不仅提出派遣“明使”驻扎各国，以离间泰西各国关系的构想，还提出派遣“暗使”“潜访该国”，寻找那些

“通洋枪兵法、制造船械”技艺，并且熟悉各自国家情形而“有怨于彼国者”，予以招揽，“优予爵禄”，不仅能“习其利器

之秘”，还能“得彼之虚实”
②46

。他们的提议虽未被清政府立即采用，却具有前瞻性。几年后，秘鲁虐待华工一事发生后，清

政府开始陆续派遣使臣前往海外。

3．安抚沿海附近各国，创造良好周边环境

对于中国沿海附近国家，李、丁二人做了区别——日本与藩属国，主张对二者采取不同的策略。日本“阴柔而有远谋”，

地理位置上与中国较近，“可以朝发夕至”。为防止西人“绳以中国之弱，使鹬蚌相持，而坐收渔人之益”，他们主张秘密派

遣妥善人员，“佯为经商”，“伺其举动，抑或由沿海疆臣与为联络”，明面上与日本交好，暗地里做好准备。对于高丽、暹

罗、安南、缅甸这些藩属国，应“遣员抚辑”，坚定这些国家目前的向化之心，争取其对中国支持呼应，“未雨绸缪，为他日

首尾之应”
③47
。

李鸿章与丁日昌不希望中国一直国门大开、与洋人立约通商，其国防战略目标是“一俟中国自强之后，不惟可以闭关绝市，

且可统我海外，如新加坡、槟榔屿、新老金山各处华人，以耀威于西土矣”
④48

。李鸿章也意识到以上构想“自是远大之谋”，

且“目前未能一一举行”，可以“酌量缓急轻重，次第设施”，对时局“当有裨益”
⑤49
。

四、结论

参与平定太平天国并出任江苏巡抚，这期间的经历对李鸿章国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让他对洋人东来造成的国内外新局面

进行思考。李鸿章认识到中外藩篱已失，洋人对中国多有觊觎。不同于清廷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他认为“长久之患在西人”，

西洋才是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对待西洋人应“刚柔并济”。李鸿章还留意到邻国日本的变化，日本奋发自强以自立，将来“附

丽于我”还是“谋我”取决于中国能否自强。在江苏平叛之时，李鸿章见识了西方枪炮、船舶的巨大威力，决意学习制造西方

武器装备。鉴于中国财力匮乏，李鸿章主张将军事装备制造的重心放在洋枪、洋炮上，轮船次之。在左宗棠等人提出积极发展

轮船制造的主张后，李鸿章提出建造“根砵子”类耗资较少的军用船的两全之法。

就任江苏巡抚后，李鸿章积极投身于军事装备制造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主持洋务的丁日昌对其影响很大。江苏巡抚任上的

经历也帮助李鸿章思考应对外来威胁与挑战，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固的方法，其“备夷防变”思想应运而生。李鸿章的“备夷防

45 ①《附清折》(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 册“奏议三”，第 168 页。

46 ②《附丁日昌条陈》(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 册“奏议三”，第 175 页。
47 ③《附丁日昌条陈》(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 册“奏议三”，第 175 页。
48 ④《附丁日昌条陈》(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 册“奏议三”，第 175 页。

49 ⑤《密陈丁日昌拟议修约片》( 同治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第 3 册“奏议三”，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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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思想是一种“大国防安全”设想，不仅为了防备夷人维护本土安全，也为了保护藩属，捍卫宗藩。李鸿章的设想不仅包括

以河海为基础的本土安全维护，同时涉及一些海外部署。他认识到内河航运的重要性，主张对内河航运权紧抓不放;针对海防安

全，他建议创建北洋、中洋、南洋三路轮船水师。李鸿章主张将海外华人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分派“明使”与“暗使”前往

各国“行反间”;还主张安抚沿海附近各国，坚定他们的向化之心，创造良好周边环境。这些设想在后来基本得以实践。

同治初年，李鸿章将西洋国家看作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他意识到发展海防的重要性，却并不主张立即突破原有的以陆防

为主的传统防御体系，不主张大力发展造船。日本侵台事件后，李鸿章对国防战略重点的判断发生变化，对日本产生警惕，故

而在同光之际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中，力持海防主张，强调海防的重要性。


